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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问题导向的。首先，科斯意义上的企业究竟具有怎样一个内容？其次，科斯企业中的“权威”到底因何而来？论文将试图说明，（1）科斯意义上的企业不仅是一种有别于市场的生产组织方式，而且还是一种以工资合约为主要特征的生产组织方式；（2）企业中“权威”的产生主要是因节省交易（度量）费用选择的度量对象是投入而非产出的结果。这样看来，权威是什么、权威应该如何安排等问题就不是很重要，它们不过是人们在不同约束条件下选择的一种结果。尽管权利的配置在事后对激励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如果仅仅是强调最优的企业所有权结构，而忽略现实中究竟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导致这种权利结构的形成，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研究方法。因此，关键是考察现实中交易费用这一约束，并由此理解和认识现实中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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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in the Firm: A Contractual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paper is deliberately issue-oriented. The first issue concerns the definition of the firm. What is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Coasian firm? The second concerns the power in the firm. Where does the power in the Coasian firm come from? It follows by reviewing the past literature that the firm in the Coasian world can be understood as not only a way of organizing production between various factor owner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arket, but also a way of organizing produc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labor con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power in the firm comes into being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input instead of the output is chosen for measurement. Therefore, questions as to what the power is and how to allocate the powers in the firm are not so important, and they merely originate as the result of the choice by the private agents under different constraints in the re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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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斯的企业：两种含义

正如张五常（Cheung，1983）所说，科斯（Coase，1937）并没有明确地给出一个企业的定义，同时他也没有说明界定企业边界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不清楚企业究竟是什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企业为什么是因节省交易费用而替代了市场，以及企业的边界到底在哪。尽管科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从原文中还是不难看出，他对企业的认识主要包含这样两种含义，一种是将企业理解为替代市场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另一种是认为企业具有某种“权威”特征。

关于第一种认识，如果用张五常的话来转述是这样：在企业外，生产的组织是受价格机制这只“无形的手”的指挥；在企业内，生产是由企业家这只“有形的手”来组织。在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中，一个代理人（企业家）从一组要素所有者那里购买各种投入并将最终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科斯的推断是，企业的产生可能是因为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组织生产的费用太高了，他将这个费用称作为“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并认为其中主要是指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不过，不能据此误以为他是在暗指这类费用在企业内部不存在。他明确地指出，“当存在企业时，合约虽不会被取消，但却大大减少了”。既然合约没有被取消，有关谈判和签约的费用在企业内部也就同样存在的了。关键是他认识到，与市场的生产组织方式相比，在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中，“某一生产要素（或它的所有者）不必和与他合作的其他生产要素订立一系列的合约”，因而只涉及较少的合约数量。由此不难判断，企业替代市场并非仅仅因为存在“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这类费用到处存在，如果它仅仅是指谈判和签约的费用的话），而是因为企业这种生产组织方式能够显著节省合约的数量从而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费用。

对科斯的这种认识，不少经济学家提出了异议。例如，迪屈奇（1994：第23页）就认为，声称企业在取代市场，是在想当然地认为市场能够在没有企业的情况下存在。在他看来，企业与市场是共生的，没有生产性的企业，也就无所谓市场。德姆塞茨（Demsetz，1995）根据新古典传统企业理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新古典理论中，企业仅仅是一个关于投入－产出的技术性“黑箱”，但是德姆塞茨进一步地将这个“黑箱”理解为一个“专业化”的“黑箱”（Demsetz，1995：第8页）。所谓“专业化”是指“企业的生产仅仅是为了出售给那些在企业之外的人”（同上：第9页）。他将这种认识称作企业的“专业化”理论（specialization theory）。在他看来，企业与市场之所以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是因为市场不具有这种“专业化”特征，或者说市场并不生产。而且他还认为，“即使交易费用为零，企业也不会从地球上消失，因为企业的物品是为了出售给别人而生产的”（同上）。

其实，这是对科斯的误读。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在市场上与不同要素所有者签订一系列合约，或进行“断权交易”（outright transaction）向每一个专业化生产者支付价格，并获得最终产品（Cheung，1983，第4页；张五常，2002，第224页）。此时企业没有存在的理由，但专业化生产仍可以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实现。张五常精心构造的斯密“制针工厂”例子可以说明这里的问题，“例如，看一下古典的‘制针工厂’，在那里众多投入所有者中的每个人都只专门负责某一道工序。如果所有的交易费用为零，购买针的顾客就会分别向众多为这种产品作出贡献的每个人付钱。比较优势指引每个人发展自己的技艺，而如果值得雇一个人来协调各种活动的话，买针者只需再向这个协调者也付一次钱。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产品价格将指引针的生产。”因此，德姆塞茨所观察到的企业“专业化”特征主要可以由正的交易费用来解释。不过，指出企业这种“专业化”特征是重要的。因为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企业内部的任何活动都是为满足别人的消费而存在。但是，如果抛开交易费用单单强调企业的“专业化”特征，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科斯关于企业的第二种认识，即所谓的“权威”认识，在现代企业理论中有着较大的影响。科斯注意到，购买劳务和要素有时签订一个长期合约可能要比签订一个短期合约节省更多的费用。由于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不便（或不能）在订约前把要素买卖双方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规定清楚，所有“细节”问题是在以后由物品或劳务的购买者在合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控制的。
科斯并没有说明“细节”控制问题之于企业为何如此重要，但总结到，“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尽管科斯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讨论要素和劳务的长期合约优于短期合约，但是从原文不难看出，他其实关注的主要是购买劳务合约的性质。
在他看来，劳务供给中涉及到的“细节”问题必须要受到“权威”力量的控制是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这种认识，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同样也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权威”赋予企业具有完全不同于市场的看法，其实是一种“幻觉”。就“权威”而言，企业内部订立的合约与市场上订立的合约并没有什么不同。雇主可以指挥工人干这干那，与一个独立签约人在市场上要求另一个独立签约人提供这种物品而不是那种物品，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当雇员没有完成合约中规定所做的事情，雇主可以行使“企业家的权威”解雇他，那么为什么一个独立签约人就不能在另一个独立签约人提供了不满意的产品时，行使所谓“消费者的权威”解雇（即不再光顾）后者呢？理论上，通常又将这个问题称作阿尔钦之谜，或AD诘难。

二、度量分析方法

接下来，我们将试图说明，如果沿着巴泽尔（Barzel，1982）和张五常（Cheung，1983）的度量分析方法（measurement approach），
我们将会发现，与产品合约不同，雇佣合约中的“权威”其实是节省交易（度量）费用的一种结果。因此，所谓的AD诘难也就不再成立。

在瓦尔拉斯竞争均衡模型中，获取产品的质量信息一般被假定是没有任何费用的。但是，产品信息的获得不仅不是免费的，而且有时费用极高。巴泽尔将产品信息定义为，每单位商品中品质水平的信息以及名义量中包含实际量的信息（Barzel，1982：第28页）。对于交易中的任何一种物品，交易中至少有一方在获取物品的内在质量信息方面会存在费用，这个费用就是所谓的度量费用。
度量费用越高，度量出错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经济学上的理性要求，替代性的度量方式将会被选择以降低这种费用。比如，人们可以通过颜色、外形、重量等这些替代性指标度量和考核物品的内在质量信息。当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替代性度量方法，考核产品的质量信息都可能会存在费用，关键是最后选择的度量方式一定是现有约束条件下费用最低的。

巴泽尔考察了一个三道生产工序的理论模型。假设一种产品的三道生产工序分别由三个工人来运作，每个工人均从生产线上的前一个工人那里购买中间产品。如果每道工序中间产品的交易中的度量费用为零，这样组织起来的生产就不存在“卸责”问题，企业也不会出现。但是如果度量费用非常高，则第二道工序上的工人在购买第一道工序工人的产出时就不得不对第一道工序工人的投入过程进行监督。同样第三道工序的工人也会如此。如果存在一个代理人将所有的生产工序组织在一个企业内，并对每一道工序工人的投入进行监督，将会节省总的度量和监督费用，因为每个工人无须对所有先于它生产工序工人的投入进行多次度量。

由此，巴泽尔认为，如果产出比投入容易度量，投入的贡献是通过度量产出来估价的；如果反过来，投入的度量费用比产出要低，则度量投入的方式就会被采用。企业正是在后者的情形中得以出现。不过，他强调，由于企业中度量的是投入而非产出，“卸责”问题就会产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代理人或企业家作为一个监督者就必须获得剩余索取权以激励他对投入进行监督。
这样看来，“细节控制”问题的产生或者说“权威”的由来，并非如科斯所说的那样是由于选择长期合约的结果，而是为了节省度量费用选择的度量对象是投入而非产出的结果。

回到AD诘难，问题就再也清楚不过了。雇主—雇员关系中的权威与雇主和一个独立签约人关系中的权威区别在于：在前一种关系中，由于选择的度量对象是投入而非产出，因而“细节”控制问题非常重要；而在后一种情形中，雇主虽然也有着“权威”，但这种“权威”只限于买和不买的选择权利，并不意味着雇主会控制签约人劳务的“细节”问题，尽管仍然会存在度量以及对产出进行定价的费用。一般地，如果度量一个签约人的投入比度量他的产出更容易，那么他就有可能进入企业成为雇员，雇主的权威便由此产生；反过来，如果一个雇员的产出比他的投入更容易度量，那么他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签约人，并离开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尽管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也注意到了度量费用问题，
但是他们主要是用“卸责”行为来解释监督者——一个“权威”——的出现。对此，张五常曾批评到，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人们有不同的“卸责”行为，说因“卸责”而需要监督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如果度量和定价费用为零，“卸责”就不会出现。显然，监督者的出现是由于投入所有者每一细小贡献没有被直接度量和定价，选择度量投入而非产出的结果罢了。
巴泽尔关于度量的认识，在张五常（Cheung，1983）对件工合约（piece-rate contract）的考察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张五常的经验观察发现，一般地，当工人的产出比较容易度量和定价，件工合约就会被采用。比如，铺设地板的工人通常会根据他铺设的面积来支付报酬，穿珠子工人的报酬是按照他制作的件数来算的。但是，当工人的产出活动经常发生变化（比如秘书的工作），或者分工合作过程中很难区分每个投入者的真实贡献（比如需两个人才能抬起的石头），直接对他们的产出度量和定价就非常困难。降低这些费用需要选择其他替代性的度量和定价方式，一种替代方式是选择时间如小时数或天数这样一个委托量（proxy）。因为时间是“天然”而成，选择这种度量方式的优点是争议较少。不过，在工资合约中，由于劳动活动本身并没有被直接度量和定价，因而需要进行较为严格的监督和指挥。

理论上，件工合约似乎处在某种中间地带。如果企业中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通过件工合约组织起来的，即使度量产出的费用不为零，劳务供给的“细节”控制问题也并非一定重要。这样看来，科斯意义上的企业边界就会因为件工合约的存在而变得模糊了起来。在一个极端，代理人可以完全通过工资合约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在另一个极端，企业的生产也可以完全通过件工合约的方式来组织。科斯显然没有考虑到件工合约这一情形。其实，除了件工合约与工资合约之外，现实中还有分成合约。在更多的情况下，企业中的生产可能是由这些合约或这些合约的某种组合组织起来的，不同合约之间的替代性选择主要取决于交易中所需度量的性质。从一个极端（件工合约）到另一个极端（工资合约），投入所有者的活动从最初受到来自“无形之手”的影响，然后逐渐过渡到开始不断受到来自“有形之手”的影响（他们因此从代理人那里得到的指令和监督开始变得复杂），直至投入所有者最终将投入使用权完全转让出去，劳务“细节”问题完全由代理人“在合约规定的范围内”来控制。此时，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完全分离。

然而，现实中的企业大都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五常认为讨论企业的边界问题似乎显得异常困难，
还不如直接研究和考察合约的安排和选择。不过，科斯与张五常的分歧并非像看起来那么得大，分歧的产生可能主要是来自于他们在企业的定义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张五常没有明确回答，如果生产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件工合约来组织的，是否可以将它视作为企业？从科斯所强调的“细节”控制问题上来看，答案是很明显的，即由件工合约连结在一起的“企业”只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在件工合约中，产出的考核和度量虽然也会存在一定的费用，但代理人一般不会去控制劳务供给的“细节”问题。所以，科斯在他那篇论文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企业不仅是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生产组织方式，而且还是以工资合约为主要特征的生产组织方式。

三、现代企业理论中的“权威”
虽然企业中的“权威”是度量和对要素所有者的贡献定价困难的一种结果，但是，可能是由于受到科斯的误导，企业的“权威”认识在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着较大的影响。比如，交易费用经济学（Williamson，1975，1985；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1978）和财产权企业理论（Grossman and Hart，1986；Hart and Moore，1990）都强调了企业所有权在实现最优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尽管权利的配置在事后对激励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如果仅仅是强调最优的企业所有权结构，而忽略现实中究竟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导致这种权利结构的形成，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研究方法。
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森最初认为，企业具有某种“超越市场的潜在协调能力”（Willamson，1971；113），从而使得它能够弥补市场“失灵”所造成的非效率。因此在他看来，一体化的过程也就是将“失灵”的市场交易内部化的过程。那么市场“失灵”的原因是什么呢？威廉姆森主要将它归结为机会主义行为。所谓机会主义行为的含义是，人总是运用欺骗手段来达到自利的目的。在他看来，人的这种机会主义本性直接导致了交易的非效率。
但问题是，为什么交易双方不可以将所有的可能由机会主义带来的问题都写进合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威廉姆森是借助另外一个假设，即有限理性，最早由西蒙（Simon，1961）提出。由于人的理性是“意欲合理，但只能有限地做到”，交易双方不可能预知未来所发生的一切，因而很难在合约中做到面面俱到，以防止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威廉姆森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纵向一体化就一定可以杜绝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却断言，企业等级结构交易中一方掌握控制权通常要比单纯的市场合约关系更容易处理合约中的纠纷。

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克莱因等人（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1978）的论文也是一篇引用率较高的论文。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威廉姆森的研究基础之上，试图为交易费用经济学寻找某种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市场交易的低效主要是因资产专用性而产生的可占用性准租，使得机会主义行为由可能变为现实。其逻辑大致是这样：当交易中包含某种关系性的专用性投资时，尽管事前的交易是竞争性的，但是专用性投资一旦投入就很难挪作它用，所以事后交易就处于卖方垄断或者买方垄断的局面。此时，一方被“套牢”，而另一方存在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行为。可占用性准租越大，事前的有关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激励就越小。因此，用纵向一体化来替代现货市场交易，就是一种保证关系性的专用性投资达到最优的有效办法。

但是，格鲁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认为，只要合约是不完全的，纵向一体化也可能会给机会主义行为留有余地。所以，如果说企业合并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重要的是要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哈特，1995：第31页）。为此，他们将合约权利区分为两种类型：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前者是指在合约中可以明确指定的那部分对财产的控制权；凡是合约中没有被指定的权利，或者说很难进入合约的权利（non-contractible rights），都是剩余权利。
那么合约为什么是不完全的呢？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有关第三方（法院）的不可证实性。比如，交易中的产品质量好坏，虽然双方都可以观察到，但是质量是否符合合同订立初的要求，很难由第三方法院来证实。无法证实，合约的执行就会出现困难。既然现实中不可能订立一份完全合同，那么合约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就需要有人来填补，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必须是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

在正式模型中，他们主要考察两个主体（比如A和B）涉及两份非人力资产，双方事前都存在专用性投资（这种投资不是实物投资而是人力投资）。因而，一体化就存在两种可能的结构，或者是A拥有两份资产，或者B拥有两份资产。对于从B购买剩余权利的A来说，他的投资激励增加，纵向一体化存在收益；但是对于卖方B来说，纵向一体化也可能会带来的成本，因为卖方B的投资激励降低。
因此，无论在那种一体化结构中，事前专用性投资都会存在不足。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纵向一体化结构才能引致最有效的专用性投资。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一方的投资决策比另一方更重要，那么他就应该拥有这两份资产。这种纵向一体化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最优所有权结构。

无论从逻辑严密性还是从形式化上来讲，财产权企业理论均代表着现代企业理论中的主流。但是严格一点来讲，这套理论并非是一个企业理论（Demsetz，1998），而仅仅是一个财产权理论（Yang and Ng，1995；张维迎，1995：第20页），这可以从他们对企业的定义看出。他们认为，企业是由其所拥有的资产所组成。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拥有两份不同的资产，则是一个企业；如果两份资产属于不同的人，则为两个企业，它们之间的交易属于市场交易。这个企业定义显然是有问题的（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Kirsten and Nicolai，2001）。无论从奈特（Knight，1921）还是科斯（Coase，1937）所讨论的企业来看，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永远是指两个人以上的企业（张五常，2002：第218页）。因此，纵向一体化要有意义，一方必须要有除人力资产以外的某种价值来源，或者说某种“粘结物”，以拴住另一方的人力资产。在他们看来，这种“粘结物”就是非人力资产。

那么，为什么一个雇员会对雇主唯命是从，而一个独立签约人却可能不会？哈特（1995：第70页）对AD诘难的回答是，雇主—雇员关系与独立签约人的关系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前一种情形中，如果关系中断，雇主就带走全部的非人力资产；而在后一种情形中，每一个独立签约人只带走部分非人力资产。因此在他看来，对非人力资产的控制，将直接导致对人力资产的控制。也就是说，企业中的“权威”主要来自于对非人力资产的控制。显然，这是将资本雇佣劳动看作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财产权企业理论并没有解释企业雇佣合约中的权威关系，而是武断地将它视为给定。

四、非人力资产与人力资产

与哈特不同，周其仁（1996）是用人力资产的产权特征来解释企业中的“权威”，尽管他的论文并没有正面回答AD诘难问题。在他看来，人力资产与非人力资产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力资产的产权特征是人力资产与其载体的不可分性，这种不可分性直接导致人力资产具有完全不同于非人力资产的特点——它的所有者可以控制劳动的供给。因此，与非人力资本不同，“人力资本的运用只可‘激励’而无法‘挤榨’。这就是为什么在企业这样一个团队生产里，不可没有对所有个别成员劳动贡献的计量、监督和管理。”（周其仁，1996）。

由此，雇主—雇员关系与雇主和独立的签约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就被区分了开来：雇主—雇员关系一般只涉及到人力资产的购买，而后者仅属于一种关于非人力资产的交易。由于人力资产的所有者可以控制自己的劳动供给，需要监督和激励，“权威”因此而来；而雇主与一个独立的签约人之间只涉及非人力资产的购买，尽管此时也存在“权威”，但这种“权威”只限于买与不买的选择，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控制劳务供给的“细节”问题。虽然周其仁关于人力资产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巴泽尔（Barzel，1977）对奴隶制度的分析，但是他由人力资产的特性导出企业中的权威不同于市场上的权威，进而将企业理解成为一个人力资产与非人力资产的特别市场合约，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中的企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不过，对于人力资产与其载体的不可分性这一命题的普适性，我们认为值得商榷。现实中，人力资产与其载体并非完全不可分的，比如，建筑设计师与他的设计图纸是可分的、软件工程师与他设计出的软件是可分的、画家与他的作品是可分的，等等。如果稍微留意一下，我们也会发现，企业不仅会从外部购买中间产品，而且也会购买包含有人力资产的劳务活动（比如建议、管理知识）。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企业内的一个雇员需要监督和激励，而一个独立的签约人就不需要监督和激励，有关“细节”控制问题便不再重要？如果由巴泽尔和张五常的理论去推，不难得出，人力资产与其载体之所以不可分显然是因为度量和对人力资产进行定价的费用过于高昂。如果度量和对人力资产的每一份贡献定价的费用为零，不仅人力资产与其载体是可分的，而且它的所有者也没有必要如财产权企业理论所预言的那样需时刻依附于某种非人力资产，因为他可以通过市场合约将人力资产直接在公开市场出售以换取收入。只要能够在市场上购买到“货真价实”的人力资产服务，购买者也不会去关心有关劳务供给中的“细节”问题了。

最近，Rajan and Zingales（1998；2002）由人力资产这一视角提出了一个所谓的企业权威理论。他们认为，财产权企业理论将企业中的“权威”仅仅理解为来自对非人力资产的控制的观点太狭隘。由非人力资产的控制权推出企业中的“权威”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它无法解释：对于一个生产上并不需要多少非人力资产的企业而言，这种“权威”究竟来自于何处。现实中，许许多多企业除了拥有人力资产之外，并非拥有多少非人力资产，比如软件企业、广告企业、（工程、建筑、装潢）设计企业、咨询企业等等。文献中常常讨论过一个关于Saatchi广告公司的实例。Saatchi广告公司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的未来决策上曾与公司总裁Maurice Saatchi发生分歧，他们试图通过降低Saatchi的薪酬以彰显他们在公司中的“权威”。但是，后来Saatchi离开了这个公司，并带走了大批公司的核心员工和重要的客户。由这个例子不难看出，Sastchi的人力资产并不像财产权企业理论所假定的那样依附于某种非人力资产。其实，像这样例子在中国也时有发生，比如众所周知的“瀛海威”事件。

Rajan and Zingales（1998）认为，企业中的“权威”主要来自于对某些关键性资源（critical resources）的“进入”（access）控制，
而非仅仅是对非人力资产的控制。这种关键性资源可以是财产权企业理论所关注的非人力资产，也可能是某种人力资产，如一个有价值思想、特殊的技能或者某种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
所谓“进入”是指使用或共用这些资源，如果关键性资源在这里是指一台机器，那么获得“进入”也就意味着能够使用这台机器；如果关键性资源是一种有价值思想，则“进入”意味着能够获知该思想的内容；如果关键性资源是一个人，则“进入”意味着能够与这个人共同工作。在他们看来，由于关键性资源的稀缺性，其它要素和劳务都试图“进入”这种资源，“权威”便由此而来。

“权威”企业理论似乎要比财产权企业理论更具一般性，因为它不仅可以解释与人力资产有关的企业“权威”，而且还能够解释了与非人力资产有关的“权威”。可能受到财产权企业理论的影响，他们假定这种“进入”控制权很难进入合约（non-contractible），并集中讨论控制权在企业中如何分配和安排以实现最优效率。我们认为，将关键性资源的“进入”控制权视为企业中“权威”的来源并非是一个正确的分析方法。在我们看来，无论一种人力资产多么“关键”，或者多么“稀缺”，只要这种无形资产的贡献可以得到直接的度量和定价，它的所有者就没有必要对其资产进行“进入”控制。当然，对于某些特殊的稀缺性人力资产，如“企业家精神”，其度量和定价的困难自成一家，需另作分析。
 

五、结论

我们在文中已经表明，就科斯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所讨论的企业应该主要包含这样两个含义。首先，企业是一种市场替代性的生产组织方式。在这种生产组织方式中，一个代理人从一组要素所有者那里购买投入并将最终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其次，科斯强调企业中的“权威”其实关注的是企业中的雇佣关系或者工资合约。这种雇佣或者合约关系的特点是，它并不直接涉及投入所有者每一细小贡献的价格，而是间接地选取时间这样替代性的度量和定价方式对投入所有者的贡献进行定价。总体上，企业以及企业中的工资合约可以用交易（度量）费用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一个企业理论，都应该能够解释企业这两个特征。否则，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企业理论。

不难看出，购买劳务活动的“细节”控制问题或者说企业中“权威”的产生，主要是因节省交易（度量）费用选择的度量对象是投入而非产出的结果。与这种“权威”不同，市场上的“权威”一般只涉及买和不买的选择权利，虽然此时也会存在选择替代性度量方式的问题，但要素和劳务的购买者一般不会控制一个独立签约人的劳务供给“细节”问题。这样看来，权威是什么、权威应该如何安排等问题就不是很重要，只要知道它们不过是人们在不同约束条件下进行选择的一种结果就行了。因此，关键是考察现实中交易费用这一约束，并由此理解和认识现实中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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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一点，科斯说到，“合约中的所有陈述是要求供给者供给物品或劳务的范围，而要求供给者所做的细节在合约中没有阐述，是以后由购买者决定的。当资源的流向（在合约规定的范围内）变得以这种方式依赖于买方时，我称之为‘企业’的那种关系就流行起来了。”（Coase，1937：第392页）


� 他说到，“……购买劳务（劳动）的情形显然比购买物品的情形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购买物品时，主要项目能够预先说明而其中细节以后再决定的意义并不大。”


� 诺斯（North，1986）曾经指出，由Lancaster（1966）、Becker（1965）、Barzel（1982）和Cheung（1983）所开创的度量分析方法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框架下的五块奠基石之一。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第29页）的合约分析方法认知图谱中，度量分析方法也被视为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其中的一个分支，与以他为代表的治理（Governance）分析方法相对应。


� 虽然巴泽尔正式提出度量费用的分析方法要比张五常早些时候，但他却在该文开篇的一个脚注中毫无保留地指出，认识到度量的重要性主要应归功于Steven Cheung的发现。


� 在某种意义上，度量费用也就是信息费用。


� 这一点与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72）由队生产理论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一致的，但比后者似乎更具一般性。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其实存在一个重要的假定：即队生产所获得的产出大于队中成员的分生产之和。数学上的含义就是，队生产函数的交叉偏导数不为零，否则剩余就不会存在。剩余不存在，监督的激励也就没有了。由此可以看出，队生产理论其实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理论。对此，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keling，1976）也认为，队生产理论的观点太狭窄，以致存在误导。在他们看来，联合生产或者队生产理论仅仅能够解释与企业有关问题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同意企业中监督问题的重要性。


� 他们使用的是计量（metering）而非度量（measuring），我们认为，两种术语在含义上没有差别。


� 不过，张五常（Cheung，1983：第19页）正确地指出，讨论科斯意义上企业的规模只有满足三个条件才是可能的：（1）代理人将产品断权卖给消费者；（2）企业内的生产完全由工资合约或租借合约来组织；（3）代理人之间没有合约关系。


� 我们认为，机会主义行为的假定对于交易费用经济学并不是重要的。自亚当·斯密（1776）以来，经济学上一般将人的“自私”当作是理论分析的基础性假设。既然假定了人是自私的，又假定人有机会主义行为，显然是重复了（张五常，2002：第440页）。道格拉斯·艾伦（Allen，1999）也强调了这一点。


� 对此德姆塞茨（Demsetz，1998）曾批评到，在某些情形中，哈特所说的剩余权利也是可以进入合约并转让出去的。


� Kirsten and Nicolai（2001）指出，财产权企业理论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即剩余索取权的执行是没有成本的。


� 这里存在一个假设，即非人力资产是一种“粘结物”，人力资产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依附于非人力资产。后面，我们将对这一假设的合理性进行评论。


� 财产权企业理论与交易费用经济学存在一个重要区别。后者强调纵向一体化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主要是在纵向一体化与非人性化的市场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之间进行比较的。而财产权企业理论则不同，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比较不应在非一体化交易和一体化交易之间，而应是在一种一体化与另一种一体化之间。因此，纵向一体化的最优结构并不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非人性化的市场交易。


� 在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Holmstrom and Milgrom，1994）、杨小凯和黄有光（Yang and Ng，1995）以及杨小凯（Yang，2003）建立的企业模型中，工资合约均被视为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Kirsten and Nicolai（2001）也指出，财产权企业理论无法解释企业中的工资合约。关于财产权企业理论的其他批评，参见Demsetz（1998）、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等。


� 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学上流行的所谓“基于资源的企业观点”（the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RBV）的影响。RBV认为，企业的可持续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企业所控制的关键性资源。这些资源之所以能够使得企业具有可持续竞争力，关键在于它很难被模仿，因而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点。RBV的早期思想来自于Penrose（1959）、Richardson（1975）和Teece（1980），成型于Wernerfelt（1984）、Barney（1991）和Conner（1991）。Lockett and Thompson（2001）是一个较为全面的关于RBV的理论文献综述。


� 国内有时将tacit knowledge译作“默会知识”。不过，对这一术语理论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Cowan, David and Foray，1999）。这个词最初由Polanyi（1966）提出，他认为，人们通常要比他们所能够说出来的知道得更多。言下之意，某些知识是很难通过语言或任何其他表述方式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递。Codified knowledge常常是与Tacit knowledge放在一起来讨论的，前一种知识是可以用语言或其他表达方式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递，而后一种知识由于缺乏合适的表达方式，无法传递，因而很难被人模仿。一个例子是开车的“知识”。不会开车的人除非是经过训练，否则很难从会开车的人那里直接获取这种“知识”。


� 问题是，为何“进入”如此重要？Rajan and Zingales（2002）认为，这是由于存在要素之间存在某种互补性（complementarities）。比如，一个普通职员只有与一个有着特殊才能的经营者一起工作才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如果无法与他一同工作，则普通职员的生产效率会降低。


� 参见姜建强（2003）的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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